
长期减贫的未雨绸缪

———来自扶贫改革试验区的证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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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巩固脱贫成果和解决相对贫困是 2020 年后中国长期减贫面临的主要挑
战，为此东部地区率先进行了实践创新。本文以 2003—2016 年中国东部 80 个地级市的
数据为样本，利用扶贫改革试验区的设立作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合成控制法识别了试验

区政策的减贫效应、影响机制及作用渠道。结果显示: 政策的实施显著实现了收入减贫
与多维减贫，即农户收入得到提高和跌入多维贫困概率降低; 丽水试验区的减贫效果最

明显，阜新和清远的减贫效果一般; 试验区内家庭的各类收入增加，贫困脆弱性和慢性贫

困降低。进一步分析表明，减贫效果差异的宏观影响机制是包容性增长，政策主要通过
保险覆盖、金融参与和社会网络等渠道对家户增收和减贫产生间接影响。本文的结论对
于制定差别化扶贫政策、创新贫困监测机制、构建多元协同扶贫机制以及建立城乡统筹
反贫困体系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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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致力于践行共享发展的新理念，将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
共同富裕作为重要使命，大力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2013—2018 年，农村贫困人口累
计减少 8239 万人，易地扶贫搬迁 1110 万人，贫困发生率从 2012 年底的 10. 2%下降至 2018 年底的
1. 7%，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到 10371 元，2019 年将继续减少农村贫困人口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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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实现 300 个贫困县摘帽，反贫困事业取得巨大成就。① 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中国必将在
2020 年完成“农村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贫困”的宏伟目标。我们成功走出
一条符合国情的大国扶贫开发之路，也为 2015 年习近平主席同各国领导人一致通过的《变革我们
的世界: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描绘的世界梦贡献了中国减贫智慧。
面对举世瞩目的减贫成效，中国政府并没有停下脚步，在取得脱贫攻坚战阶段性胜利后，进一

步提出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2020 年后，中国将步入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发展阶段，届时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转变，农村贫困向城乡贫困并存转变，收入贫困向教

育、医疗、住房等多维贫困转变。对于未来长期减贫面临的新困难和新挑战，中国政府未雨绸缪，
在东部地区进行了扶贫创新改革，以期为下一步建立高质量减贫标准体系、兼顾农村贫困和城市
贫困、防范深度贫困地区返贫、加强内生发展动力等扶贫开发工作提供经验证据。
由于区域发展阶段不同，在中西部地区着力解决绝对贫困时，东部地区已经于 2013 年基本消

除了绝对贫困，进入缓解相对贫困、防范返贫风险的新阶段( 左常升，2016) 。2019 年全国两会期
间，国务院扶贫办刘永富主任表示，东部 9 省市中已经有 8 个省市没有国家标准的贫困人口。② 面
对东西部区域间的不同贫困特征，2013 年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在浙江省丽水市、辽宁省阜新
市、广东省清远市设立第一批扶贫改革试验区，又于 2015 年在福建省三明市、江苏省宿迁市、山东
省淄博市设立第二批试验区。扶贫改革试验区的设立是为了突破传统扶贫开发体制机制障碍，形
成区域发展与扶贫开发良性互动的新格局，力争构建一个规范、完整、激励相容的多层次扶贫体
系，从而完成缓解相对贫困、缩小发展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新任务。
然而，扶贫改革试验区的增收效应、多维减贫效应以及贫困脆弱性减缓效果，缺乏实证上的准

确测度与客观评判。辖区内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和跌入多维贫困陷阱概率的降低在多大程度上
来自扶贫改革试验区设立的影响，其减贫的内在机理和传导机制是什么? 各个试验区相应的扶贫

创新制度有何不同，政策效果是否存在异质性? 试验区的经验是否可以为 2020 年后长期减贫方案
提供指导，进而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扶贫模式? 这一系列问题涉及贫困监测机制、社会扶贫模式、乡
村振兴、统筹城乡发展等诸多重大扶贫战略，科学的评估不仅有益于分析不同地区在防范返贫风
险和守住脱贫成果时应该做什么以及采取什么方式更为有效，还能为新时代提高扶贫开发水平和

完善国家扶贫战略提供可靠方案。
因此，本文将扶贫改革试验区的设立作为准自然实验，旨在分析“扶贫改革试验区是否产生了

政策效果”和“不同的政策设计及其不同的实施条件对减贫的影响有何差异”这两个关键问题，全
面评估试验区的收入效应、减贫效应、影响机制和作用渠道。相对于既有研究而言，本文可能的边
际贡献在于: ( 1) 对扶贫改革试验区的政策效果及传导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弥补了现有文献多是
研究中西部扶贫政策而缺少东部减贫策略的不足，拓展了区域扶贫领域的研究; ( 2) 在指标选择和
估计方法上，构建了多维减贫、贫困脆弱性与慢性贫困等贫困动态识别指标，使用合成控制法和双
重差分法分别从城市和家户两个层面识别出政策效应，为扶贫改革试验区的政策完善与实践推广

提供了实证证据和理论指导; ( 3) 探讨各扶贫改革试验区的减贫效果差异及其背后存在的影响机
制，深入分析扶贫创新政策的作用渠道，进而为 2020 年后的中国扶贫策略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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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8 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 1386 万人》，http: / /www. stats. gov. cn，2019 年 2 月 15 日。
新浪新闻:《扶贫办主任刘永富: 2019 年再减少 1000 万贫困人口》，http: / /news. sina. com. cn，2019 年 3 月 7 日。



二、文献评述与制度背景

( 一) 文献评述

反贫困是一个全球性挑战，完全依靠经济增长并不能自发地解决贫困问题，穷人可能无法分

享到高增长的收益( Ｒavallion和 Jalan，1999) 。为了缓解和消除贫困，世界各国政府在政策设计和
工具运用上进行了多种尝试，国内外学者围绕相关主题也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深入研究，以寻
找摆脱贫困的“灵丹妙药”。

1. 扶贫工具的实施效果
根据靶向区域的经济地理特征，各国政府通常选择运用教育扶持、信贷优惠、就业帮扶和基础

设施建设等多种政策工具组合推动地区反贫困事业( Ferraz 等，2012; Khandker 和 Koolwal，2016 ) 。
在越南和印度，非农就业补助提升了弱势群体的人力资本，在带动贫困人口收入脱贫和减少贫困

脆弱性方面效果显著( Imai等，2015) 。在美国连片特困地区阿巴拉契亚，教育和社会保障的扶贫
效果不佳，减贫主要依赖产业多样性和知识多样性( 丁建军等，2016) 。
由于农村贫困在沿海与内陆之间具有巨大差异，加快内陆地区减贫是国际组织帮助中国扶贫的主攻方

向。比如，联合国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IFAD)从 1981年开始积极参与中国农村减贫事业，将资金补助瞄准
西北、西南和中部 20多个省份的贫困地区，在增加农户收入、保障粮食安全和提高抵御自然灾害能力等
方面做出重要贡献(帅传敏等，2016)。世界银行 1995年在广西、贵州和云南开展了西南项目( SWP) ，覆
盖 3个省份 1800多个贫困村，主要为当地家庭提供贷款和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 Chen等，2009)。
中国政府采用的扶贫工具以财政手段为主，包括转移支付、税收优惠、产业发展以及基础设施

建设等方式。卢盛峰等( 2018) 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的数据研究发现，政府转移支付具有较好
的“精准扶贫”效果，能够促进居民收入再分配公平。在税收政策方面，大规模的减税降费能让穷
人获益更多( 张楠等，2019) 。黄志平( 2018) 发现国家级贫困县可以通过产业结构优化持续带动经
济发展，政府建设投入需向产业扶贫开发倾斜。谢申祥等( 2018) 更是指出，农村基础设施的可获
得性对减贫具有正向影响。

2. 区域瞄准计划的减贫效应评估
在扶贫实践中，中国政府主要通过区域瞄准的方式开展扶贫工作。1986 年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

开发领导小组成立，确定了一批国定和省定贫困县以安排专项扶贫资金( Chen 和 Ｒavallion，2010) 。①

1994—2010 年《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将 592个国家贫困县作为主要扶持对象，扶贫投资以贫困县
为基本瞄准单位(汪三贵等，2007)。2011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2020年)》确定了 14个连片
特困地区，瞄准策略从贫困村过渡到贫困家庭与贫困人口。
关于区域瞄准计划的实际减贫效果，相关研究结论并不一致。Park 等( 2002) 运用双重差分法

评估“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发现农民人均收入在 1992—1995 年增长了 0. 91%。毛捷等( 2012) 也
认为该计划有效缓解了农村贫困，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李绍平等( 2018 ) 基于 2079 个区县的
面板数据，证实设立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能够促进经济发展。部分研究发现区域扶贫政策的长期效
果不确定。Meng( 2013) 利用 ＲD方法再次检验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发现长期减贫效应并不显
著。王艺明和刘志红( 2016) 基于贵州、甘肃、内蒙古及河北 4 个省份的县级数据，研究认为“八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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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到 1992 年底确定的国家级贫困县有 331 个，省级贫困县有 368 个。



扶贫攻坚计划”对贫困县农民增收的长期影响不稳定。
相比于中西部区域扶贫研究，关注东部地区扶贫改革试验区的文献十分有限。左停等( 2017)

对比了 6 个扶贫改革试验区精准扶贫创新措施，认为只有多样化的扶贫措施供给才能保障扶贫的
精准性和长期性。李卓和左停( 2018) 基于扶贫改革试验区 Z市典型案例，分析了资产收益扶贫的
减贫机理与实践困境。张国建等( 2019) 评估了辽宁扶贫改革试验区的经济增长效应，对政策引致
的溢出效应和传导机制进行了分析。
综上所述，已有部分研究对扶贫改革试验区的实施基础、运行机制和地方经验进行了阐述，但

也存在不足之处。评估试验区对减贫影响的实证研究“凤毛麟角”，试验区的扶贫机制运行机理仍
隐讳于理论阐述之中。尤其是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扶贫开发进入新时期的双重背景下，客观
和精准评价扶贫改革试验区政策效果，对 2020 年脱贫攻坚完成后的减贫战略前瞻具有重要意义。
( 二) 扶贫改革试验区的实践经验

在中西部地区，政府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战略、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旨
在缩小区域间发展不平等( 刘瑞明、赵仁杰，2015) 。在更为精准的区域扶贫策略上，中央政府确立
了 592 个国家级扶贫工作重点县、11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作为扶贫
攻坚冲刺期的主战场。与中西部地区扶贫主要依赖“输血式”中央财力支持不同，东部地区整体贫
困主要通过“造血式”内生性发展解决。2000 年中央调整扶贫开发的事权划分，中部和西部地区的
减贫事宜明确由中央政府负责，东部 6 省减贫任务主要由地方政府自己负责。至此，中国扶贫开
发的区域瞄准策略实质上演化为两大类型: 一类是由中央主导的中西部地区的扶贫开发; 另一类

是由东部地区自主主导的扶贫开发。
东部区域扶贫主要依托扶贫改革试验区。2013 年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印发《关于设立扶

贫改革试验区的意见》，并于 2013 年和 2015 年分别确定在丽水市、阜新市、清远市以及宿迁市、三
明市、淄博市设立扶贫改革试验区。试验区建设突出“扶贫”“创新”“发展”主题，包含扶贫资金管
理、产业扶贫、金融扶贫、社会参与扶贫等多方面探索，强调政府、企业和社会三个治理主体共同参
与、协调合作监督。试验区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通过推进扶贫方式的创新，提升扶贫对象自主发
展能力，努力构建成果共享的发展新模式。
由于扶贫面临“一城一地”的困难与复杂性，各个扶贫改革试验区还创建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扶贫开

发新模式。比如，丽水市强调金融互助扶贫和低收入人群发展机会公平，实施建立“政银保”“爱心卡”扶
贫信贷和村级互助基金，辅以“户籍改革居民证 +社员证双证保权益”和“宅基地村级流转保收益”的配
套措施。阜新市以“三保险”扶贫和社区村民合作扶贫为特色，构建了“政银保 +医疗保 +人身保”的风
险防范体系，推动“企业 +基地 +农户”的帮扶模式。清远市在整合涉农资金和提升贫困社区自我服务
方面做出更多努力，推进建立“一池一库六类别”涉农资金管理模式，设立“三年扶贫开发资金”用于产
业、就业、金融和资产收益扶贫，推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和村民参与式管理自治改革。第二批扶贫改革
试验区中，宿迁市的特色扶贫模式是多层次就业扶贫与社会政策领域组合扶贫，淄博市推动了参与式资

产扶贫与“精准扶贫 +养老”模式扶贫，三明市建立了沙县小吃产业扶贫和多方式生态扶贫。

三、研究方法、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一) 研究方法

本文利用 Abadie 和 Gardeazabal( 2003) 提出的合成控制法( SCM) 开展研究，将对照组进行加

32



权组合构造出与处理组极其相近的反事实合成组，通过对比政策实施后处理组与合成组的差异来

模拟政策影响。假定观察到 J +1个地区 T期的贫困状况 Yit，其中，第一个地区是处理组，在 T0 期获

批为扶贫改革试验区并持续受到政策影响，剩余的 J个地区为不受试验区影响的对照组。将 YN
it ( i =

1，…，J + 1，t = 1，…，T) 定义为第 i个地区在第 t年未成立试验区时的贫困状态，YI
it ( i =1，…，J +1，t

∈{ T0 +1，…，T} ) 是成立试验区后第 i个地区在第 t年的贫困状态，当 t∈{ 1，…，T0 }时，满足 YI
it = Y

N
it。

引入虚拟变量Dit，当地区 i在时刻 t受到政策干预时，Dit = 1，否则Dit = 0，故地区 i 在时刻 t 的结果

变量可以表示为 Yit = YN
it + αitDit，其中αit代表第 i个地区在 t时刻受试验区影响的政策效应。对于

t ＞ T0，政策效应可以表示为αit = YI
it － YN

it = Y1t － YN
it，由于 YI

it可以被观测到，要估计αit仅需估计出 YN
it

即可:

YN
it = δt + θ Zi + λ tμi + εit ( 1)

其中，δt 是时间固定效应，Zi 表示可观测的不受政策影响的 r × 1 维向量，θ 是未知系数向量。
λ tμi 为不可观测的互动固定效应，λ t 为 1 × F维不可观测的“共同因子”向量，代表时间固定效应，
μi 为 F × 1 维因子载荷，代表地区固定效应。εit是独立于个体与时间的随机扰动项，反映在地区层

面上未观测到的短暂冲击。
为估计 YN

it，合成控制法设立 J +1权重向量W = ( w2，…，wJ +1) '，其中 wi≥0( j =2，…，J +1)且 w2 +… +
wJ +1 =1。权重向量W为对照组的加权平均，每一个特定的取值代表一种潜在的合成控制，从而得出:

∑ J+1

j = 2
wjYit = δt + θt∑ J+1

j = 2
wj Zi + λ t∑ J+1

j = 2
wjμi +∑ J+1

j = 2
wjεit

( 2)

假定存在一组权重向量 W* = ( w*
2 ，…，w

*
J + 1 ) '，满足:

∑ J+1

j = 2
w*

j Yjt = Y11，∑ J+1

j = 2
w*

j Yj1 = Y11，…，∑ J+1

j = 2
w*

j YjT0 = Y1T0，∑
J+1

j = 2
w*

j Zj = Z1 ( 3)

若∑T0

t = 1λ' tλ t 是非奇异的，Abadie等( 2010) 证明了如下等式:

YN
it －∑ J+1

j = 2
w*

j Yit = ∑ J+1

j = 2
w*

j ∑ T0

s = 1
λ t (∑ T0

n = 1
λ'nλn )

－1
λ' s ( ε js － ε1s ) －∑ J+1

j = 2
w*

j ( ε jt － ε1t )

( 4)

在此假定下，式( 4) 趋近于 0。因而，对于 t∈{ T0 + 1，…，T} ，可以使用∑
J + 1
j = 2 w

*
j Yjt作为 YN

it的无

偏估计来近似 YN
it，则政策效应为:

α̂1t = Y1t －∑ J+1

j = 2
w*

j Yjt ( 5)

在实践中很难找到权重使得上述等式拟合数据完全与实际数据相等，因而求解最佳的权重向

量 W* 是关键。令 Yj = ( Y


j \Y


j ) 为第 j个地区的 T × 1 维产出向量，Y0 = ( Y


0 \Y


0 ) 为所有潜在控制组

地区( T × J) 维产出矩阵，其中Y


j 与Y


0 分别代表干预前的变量，同理Y


j 与Y


0 代表干预后的变量。i地

区获批为扶贫改革试验区前的结果变量线性组合为Y
—

K
i =∑

T0

s =1ksYis，其中 KM = ( k1，…，kT0
) 为 T0 × 1 维

行向量。界定 X1 = ( Z'1 ; Y
—

K1

1 ，…，Y
—

KM

1 ) '为 k × 1 维列向量，反映处理组的事前特征，其中k = r +M。类似
地，定义 X0 为 k × J维矩阵，反映潜在对照组的事前特征，则 X1 和 X0W的距离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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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1 － X0W V = ( X1 － X0W) 'V( X1 － X0W槡 ) ( 6)

其中 V为 k × k的对称半正定矩阵，表示事前特征变量的相对重要性。合成控制法的估计旨在
寻求最佳的W* 和 V* ，使得 X1 和 X0W的距离 X1 － X0W V 最小化。虽然对于任意 V的选择估计都
是有效的，但 V的选择会影响估计的均方根误差。因此，在 MSEP 最小化下，确定最优 V* ，得到最

优控制组权重组合 W* ，从而使合成路径尽可能接近实际路径。
( 二) 变量说明

农民收入持续增加和可行能力提高是巩固脱贫成果、解决相对贫困的保证。Sen( 1976) 认为，
可行能力不仅包括收入增长，还包括教育、健康和生活质量等权利获得。相比于收入贫困，多维贫
困能够更好地反映贫困群体的内生发展动力，有利于提高脱贫质量和降低返贫风险。借鉴其思
路，本文将收入贫困的简单测度扩展到基于公理方法、福利方法的多维贫困测度标准，以收入减贫
和多维减贫衡量扶贫改革试验区政策的有效性。
具体而言，利用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作为收入减贫指标，宋扬和赵君( 2015 ) 印证了劳动收入对

一个家庭脱贫的重要性，农民收入越高表明试验区的收入减贫效果越好。其次，利用地级市数据
构建地区多维减贫指数，反映地区内农民摆脱多维贫困的可能性。中国家庭多维贫困状况的衡量
通常选取教育、健康、医疗、生活质量等指标( 郭熙保、周强，2016) 。郑长德和单德朋( 2016) 从致贫
原因入手，从机会和风险视角选择地区层面各贫困维度替代个体多维贫困。延续其思路，结合数
据可得性，本文选择农业发展机会、信息获取机会、产业关联机会、教育发展机会、金融发展机会、
医疗卫生服务等共 6 个维度 9 个指标，构建地区多维减贫指数。传统多维贫困指数在分项贫困指
标加总之前，多是通过门槛值设定的哑变量将人群划分为“贫困”和“非贫困”两种状态，忽略了现
实中多维剥夺并非严格的非此即彼，可能存在“接近于贫困”“容易变为贫困”“远离贫困”等多种
状态。为此，本文采用潜类别模型中的因子分析法构建综合性的多维减贫指数，指数越大表明经
济机会、风险管理以及教育医疗服务越好，辖区内农村居民摆脱多维贫困的概率越大。
为得到最优的合成控制对象，本文还加入经济因素、社会因素、人口特征、地理条件等外生环境作

为预测控制变量，包括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商品销售、外商投资、工业产值、邮政规模、人口密度、城
市温度、降水量以及坡度等。金额类指标采用 GDP平减指数进行物价消胀处理，确保价格上的可比性。
( 三) 样本选择与数据说明

为了避免国家级贫困县、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三区三州等中西部区域扶贫政策的干扰，本文
选择 2003—2016 年中国东部地区 80 个地级市的平衡面板数据为初始样本，在 6 个扶贫改革试验
区中，2015 年设立的扶贫改革试验区在样本中时间较短，难以评估政策效果，本文主要分析丽水
市、阜新市和清远市试验区的减贫效应。选择东部地区未设立扶贫改革试验区的 77 个地级市作
为对照组，处理组为丽水市、阜新市和清远市。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数据来源于各省份统计年鉴，城
市平均温度、降水量和坡度数据来源于寒区旱区科学数据中心和 CＲU TS数据集，其余数据来源于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四、实证结果分析

( 一) 基本估计结果

图 1 ～图 3 分别汇报了三个城市实际与合成的减贫指数，其中实线代表实际减贫指数，虚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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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合成减贫指数，垂直虚线代表扶贫改革试验区设立的起始年份。结果显示，在垂直虚线左侧，不
管是使用收入减贫指数还是多维减贫指数作为评估变量，各试验区与其合成组路径高度重合，差

异度极小，表明“反事实”合成对象很好地拟合了政策实施前的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状况。在垂直
虚线的右侧，实际路径与合成路径出现偏离，二者的差值即为扶贫改革试验区的减贫效果。
丽水试验区成立后，实际减贫指数与合成拟合值大幅偏离( 见图 1) ，二者呈现“喇叭状”分布，

意味着与没有设立扶贫改革试验区相比，丽水试验区显著提高了农民收入和摆脱多维贫困的可能

性。在时间趋势上，丽水试验区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扶贫作用，试验区设立的第一年效果最为明
显，随后减贫效应逐渐放缓，政策实施效果演化为稳定减贫状态。

图 1 丽水扶贫改革试验区的政策效果

图 2 所示，阜新试验区政策实施后，农民收入实际值略高于合成拟合值，短期减贫效应较为稳
定，长期政策效果具有减小趋势。阜新多维减贫指数的实际值也高于合成拟合值，并且该差异在
长期内更为明显，表明穷人脱离贫困陷阱的可能性不断增大。

图 2 阜新扶贫改革试验区的政策效果

图 3 所示，清远试验区设立一年后，清远农民实际收入与合成收入非常接近，从 2015 年开始二
者才出现偏离，说明试验区的增收效应存在滞后性。清远试验区的多维减贫效应呈现先增大后减
小的趋势，表明试验区在短期内具备多维减贫效应，而在长期内多维减贫效应有所减弱。
由以上结果可知，扶贫改革试验区对农民收入增加和多维减贫产生了明显的促进作用。不同

试验区的政策效果显现出区域差别，不管是收入减贫还是多维减贫，丽水试验区的政策效果最为

明显，阜新试验区和清远试验区的短期减贫效应相对平稳、长期效应逐渐减弱。表 1 汇报了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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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清远扶贫改革试验区的政策效果

区设立的收入减贫效应与多维减贫效应，丽水试验区的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率与多维减贫指数增长

率最高，收入与多维的减贫效应下限分别达到了 2. 74%和 54. 48%。
比较各扶贫改革试验区政策，丽水市设计了更多扶贫开发的激励机制，把明晰产权作为基础

工作，促使扶贫对象提升自我发展能力，有利于长期减贫。比如，丽水试验区通过探索土地承包经
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山林承包权的“三权”抵押模式，赋予农民更加完整的财产权利，提高了农户
融资能力和生产积极性。推进集体经济组织资产折股到户的集体产权改革，建立农村产权流转网
上交易平台和地理信息系统，从而强化了丽水市合作经济的性质。

表 1 扶贫改革试验区的减贫效应 单位:%

类别 指标 丽水 阜新 清远

收入减贫

年均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率 3. 14 0. 66 0. 50

中位减贫效应 3. 29 0. 59 0. 78

减贫效应下限 2. 74 0. 55 0. 75

多维减贫

年均多维减贫指数增长率 138. 71 39. 12 14. 09

中位减贫效应 124. 51 39. 08 11. 64

减贫效应下限 54. 48 27. 19 5. 44

注:增长率 = ( 城市实际值 －合成控制对象值) /合成控制对象值，年均增长率 =政策实施后各年减贫指数增长率的平均值;中

位减贫效应为减贫指数增长率的中位数;减贫下限效应为最低减贫指数增长率。

( 二) 有效性检验

1. 安慰剂检验法
构造合成控制组时，得到处理组城市的最优权重组合。当评估变量为收入减贫指标时，丽水

市和清远市的最相似城市为汕尾市，阜新市的最相似城市为朝阳市;当评估变量为多维减贫指标时，

丽水市的最相似城市为潮州市，阜新市和清远市的最相似城市仍分别为朝阳市和汕尾市。图 4 ～图 6
汇报了虚假实验结果。各虚假城市收入减贫指数的实际路径与合成路径高度重合，说明即便是极为
相似的城市，如果未设立扶贫改革试验区，就不存在相应的收入减贫效应。各虚假城市的多维减贫指
数在政策实施前的拟合效果不理想，可以认为虚假城市没有多维减贫效应。

2. 排列序检验法
该方法假设所有控制组城市在 2013 年均设立了扶贫改革试验区，比较丽水、阜新、清远实际产

72



图 4 汕尾市与潮州市虚假实验(丽水市最相似城市)

图 5 朝阳市虚假实验(阜新市最相似城市)

图 6 汕尾市虚假实验(清远市最相似城市)

生的政策效果和控制组城市假设情况下产生的政策效果。采用 Abadie等( 2010) 提出的 ＲMSPE衡
量一个城市与其合成控制对象之间的拟合程度，ＲMSPE值越大，表明实际值与合成值的差距越大。
如果政策效果是显著的，最理想的情况是政策实施前处理组的 ＲMSPE 尽可能小，而政策实施后的
ＲMSPE尽可能大。
图 7 显示了丽水试验区与其控制组的收入减贫与多维减贫指数的差值分布，黑色实线表示丽

水市，灰色虚线表示控制组城市。2013 年之前，丽水与其他城市的减贫指数变动的差距并不大，但
扶贫改革试验区设立后，丽水与其他城市的差距开始拉大，图中实线分布于大多数城市的外部。
计算 2013 年前后的 ＲMSPE 比值，无论是收入减贫还是多维减贫，都只有一个城市的 ＲMSPE 比值
大于丽水市，即丽水试验区的收入减贫效应和多维减贫效应分别在 2. 56%和 2. 74%的统计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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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为正。① 阜新与清远的排列序检验结果相对一般，这与前文结论相一致，即阜新和清远试验区
的减贫效果小于丽水试验区。

图 7 汕尾市与潮州市虚假实验(丽水市最相似城市)

( 三) 稳健性检验

1. PSM-DID估计方法
与工具变量法等方法相比，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法可以更好地控制观测和非观测因素的影

响，进而能更有效地校正选择性偏差( Caliendo 和 Kopeinig，2008) 。其中，PSM用于处理样本偏差问
题、DID通过差分解决内生性问题而分离出“政策处理效应”。检验发现 PSM匹配后的样本满足条件
独立分布假设和平行趋势假设，说明该方法运用合适。表 2 汇报了估计结果，无论采用何种匹配法，
还是考察收入或多维减贫效应，试验区虚拟变量与政策实施前后时间虚拟变量的交叉项均显著为正。

表 2 PSM-DID稳健性检验

最近邻匹配法 半径匹配法 核匹配法

( 1) ( 2) ( 3) ( 4) ( 5) ( 6)

收入减贫 多维减贫 收入减贫 多维减贫 收入减贫 多维减贫

DID
0. 144

( 0. 02)
0. 146

( 0. 05)
0. 138

( 0. 03)
0. 127

( 0. 06)
0. 152

( 0. 03)
0. 119

( 0. 06)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地区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Within Ｒ2 0. 976 0. 952 0. 982 0. 956 0. 976 0. 955

观察值 154 154 112 112 140 140

注:、和*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同。

2．利用家户调查数据检验
本部分使用的数据来自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 2013 年和 2017 年的中国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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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收入减贫指数作为评估变量时，样本城市为 78 个，只有一个城市政策前后 ＲMSPE 比值大于丽水，显著性水平可以认为
是 2. 56% ( 2 /78 = 0. 0256) ;多维减贫指数作为评估变量时，样本城市为 73 个，也只有一个城市政策前后 ＲMSPE比值大于丽水，显
著性水平可以认为是 2. 74% ( 2 /73 = 0. 0274) 。



金融调查( CHFS) 数据。该调查分别于 2013 年和 2017 年的 7 月至 8 月完成，为本文研究 2013 年
扶贫改革试验区的设立提供了绝佳的时间窗口。为了排除中西部扶贫政策干扰，仍然选择东部 6
省的家户样本，考虑到前后两次调查的不平衡可能导致估计结果偏误，将原样本处理为平衡面板

数据。在识别策略上，我们采用倍差法来开展检验分析。构造时间虚拟变量，2013 年和 2017 年的
家户样本分别表示扶贫改革试验区设立前、后的时期，构造地区虚拟变量，在试验区内的家户视为
处理组，否则为控制组，通过时间和地区两种虚拟变量的交互项识别家庭收入与贫困是否受到试

验区设立的影响。
选择家户的市场性收入、劳动性收入、政府性转移收入，以及贫困脆弱性、慢性贫困作为被解

释变量。市场性收入包括劳动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投资性收入，劳动性收入包括工资薪金收入、
农业净收入和工商业净收入，政府性转移收入是家庭获得的政府各种补贴。贫困脆弱性表示家庭
未来发生贫困的概率，借鉴 Chaudhuri 等( 2002) 的方法，采用三阶段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估计，并
进一步计算慢性贫困。控制变量包括净资产、人口规模等家庭特征变量和户主年龄、性别、受教育
程度、健康状况等个体特征变量，全部金额类指标取对数。
从表 3 模型( 1) ～ ( 3) 的回归结果看，试验区政策实现了家庭收入的“开源”，能够显著提高市

场性收入、劳动性收入和政府性转移收入。试验区的增收效应并不单单只是因为政府对辖区内居
民提供更多补助，还在于提升了开发脱贫能力，使家庭增加了市场性收入和劳动性收入，说明试验

区创新式扶贫手段带来了劳动激励效应和“扶智扶志”效果，而这恰恰是长期减贫的力量源泉。模
型( 4) 、( 5) 中试验区设立对贫困脆弱性和慢性贫困的影响分别为 － 0. 026 和 － 0. 031，家庭未来发
生贫困的可能性降低，表明东部地区的扶贫改革能够有效防范已经脱贫的家庭返贫，有利于巩固

脱贫成果、保证脱贫机制的长效性。

表 3 扶贫改革试验区对家户收入和贫困的影响

家户收入指标 家户贫困指标

( 1) ( 2) ( 3) ( 4) ( 5)

市场性收入 劳动性收入 政府性转移收入 贫困脆弱性 慢性贫困

DID
0. 660

( 0. 078)
1. 768

( 0. 097)
1. 330

( 0. 126)
－ 0. 026

( 0. 005)
－ 0. 031*

( 0. 017)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地区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Within Ｒ2 0. 449 0. 446 0. 227 0. 932 0. 899

观测值 6944 5332 1794 7308 7308

注:括号内标准误( cluster) 在城市层面。

处理组和对照组间的事前平行趋势，是运用双重差分法的前提假设。但城市设立扶贫改革试
验区的选择并非随机，我们用三种办法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一是根据合成控制法找到与
试验区相似的其他地级市，将 CHFS数据中属于这些相似地级市( 葫芦岛市、抚顺市和宁德市) 的
家户当作处理组进行安慰剂检验。二是选择改革前后受到试验区扶贫政策影响程度相同的组别，
随机定义其中一半样本为“伪处理组”，另一半样本为“伪对照组”，如果交互项系数不显著，说明受
影响相同的组不存在显著不同的时间趋势，就可以作为事前平行趋势的一个证据。扶贫开发的目
标是提高自我发展能力，个人健康状况会影响其是否受到开放式扶贫政策的激励。因此，在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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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区影响的样本中，按照户主的健康状况良好和一般，把这部分群体划分为两组，随机选取一组

作为“伪处理组”，另一组为“伪对照组”，如果交互项不显著，说明不同健康状况组的家户收入与贫
困的时间趋势可能非常相近，从而表明结果具有稳健性。三是运用 PSM-DID方法对基准结果进行
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这三种方法的回归结果均与预期一致，极大增强了本部分基本结论的可
信性。

五、进一步拓展

( 一) 减贫差异的宏观影响机制:包容性增长的基础作用

在目标瞄准型开发扶贫战略的支撑下，经济增长一直是减贫的重要基础。随着绝对贫困逐步
缓解，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减弱，包容性增长作为经济发展的目标越来越被各国接受并开始实
施。与单纯依靠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从上而下”的传统减贫思路相比，包容性增长重视强调发展
成果共享和经济机会均等“自下而上”地缓解制度性贫困。那么，可能试验区城市在包容性增长阶
段存在水平差异，从而产生了不同的减贫效果。
从三个维度衡量城市包容性增长: ( 1 ) 增长前提条件的包容，采用城市人均 GDP ( Pgdp ) 进

行度量; ( 2 ) 对增长过程要素的包容，采用城市创新力 ( Creative ) 进行衡量，数据来源于复旦大
学出版的《中国城市和产业创新力报告》; ( 3 ) 对增长结果的包容，通过技术进步的偏向性衡
量。利用技术偏向性的主流框架，通过劳动增强型技术( AL) 表示劳动的生产效率，设定相应的
计算模型:

ALt =
Yt

Lt

wt Lt

( 1 － π) ( rtKt + wt Lt
( ))

ε / ( ε－1)

( 7)

其中，ALt表示劳动增强型技术，数值越大代表城市技术进步方向越偏向劳动;产出 Yt 用 GDP

度量;劳动Lt 用就业人员年末人数度量;资本 Kt 采用资本存量测度，数据通过永续盘存法按不变价

格计算得到; rt 和 wt 分别为资本租金率和工资率，资本分配份额rtKt /Lt 以及劳动分配份额 wt Lt /Kt

按照吕冰洋和郭庆旺( 2012) 的方法进行估计。要素替代弹性 ε 和资本要素份额 π 采用潘文卿等
( 2017) 提供的非线性联立方程组计算得到。
为了检验包容性增长对试验区减贫效果的影响，在倍差法的基础上分别引入政策变量( DID)

与三个影响机制变量的交乘项。从表 4 可以看出，试验区设立与城市经济增长的交乘项以及与城
市创新力的交乘项均与收入减贫和多维减贫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城市经济增长与创

新不仅有利于直接增加农民收入，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降低返贫风险、摆脱多维贫困。劳动
增强型技术提高了收入减贫有效性，但对多维减贫的影响不明显，可能原因在于多维减贫是一个

长期过程，劳动型技术进步的作用有所滞后。
丽水市的三个包容性增长指标均高于阜新市和清远市，可以认为丽水市因为实现了更好的包

容性增长，更多的人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成果，使试验区扶贫政策更加有效。对于摆脱了绝
对贫困的东部沿海地区而言，扶贫改革创新机制若想促进居民收入增加和多维贫困持续下降，离

不开包容性增长的基础作用。通过促进经济包容性发展，多层次的创新扶贫体系将会产生更显著
的减贫效果，有助于中西部地区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之后守住脱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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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扶贫改革试验区减贫差异的影响机制

经济发展 劳动增强型技术 城市创新力

( 1) ( 2) ( 3) ( 4) ( 5) ( 6)

收入减贫 多维减贫 收入减贫 多维减贫 收入减贫 多维减贫

DID
－ 4. 723

( 1. 73)
－ 6. 594

( 2. 66)
0. 115

( 0. 04)

0. 0819
( 0. 08)

0. 0552
( 0. 04)

－ 0. 0318
( 0. 11)

DID × Pgdp
0. 481

( 0. 17)
0. 668

( 0. 26)

Pgdp
0. 291

( 0. 04)
0. 132

( 0. 04)

DID × AL
0. 000436*

( 0. 00)

0. 000466
( 0. 00)

AL
－ 0. 000308*

( 0. 00)

－ 0. 000105
( 0. 00)

DID × Creative
0. 0545

( 0. 02)
0. 185

( 0. 08)

Creative
－ 0. 0440
( 0. 03)

－ 0. 0506
( 0. 09)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地区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Within Ｒ2 0. 987 0. 959 0. 983 0. 957 0. 977 0. 956

观察值 112 112 112 112 154 154

( 二) 多样化扶贫措施的微观作用渠道:保险覆盖、金融参与和社会网络
扶贫改革试验区在脱贫攻坚责任体系、精准扶贫机制创新、特色产业扶贫、金融扶贫创新、解

决集体经济空壳村、统筹解决城乡贫困、资产收益扶贫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索。那么试验区的扶
贫开发策略会通过哪些作用渠道促进脱贫能力的提高? 本文认为，试验区的多样化扶贫措施会使

得当地家庭增加保险覆盖、提高金融参与程度以及拓宽社会网络，最终促进收入增加、多维减贫和
贫困脆弱性降低。
扶贫改革试验区为提升扶贫对象风险防范水平，引入保险机制，增加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覆

盖，在不伤害扶贫对象自我发展的主观能动性的同时，避免因意外、因病致贫和返贫。试验区通过
资产收益扶贫破解农村发展从“输血”到“造血”的困局，提高金融普惠程度，促进家庭对金融服务
的获得和使用。依靠产业扶贫和企业帮扶，构建多层次、多支柱的就业体系，无形中增强了个人社
会关系网络。中国作为一个“人情”社会，社会网络不但可以帮助个人就业，还可以让个人通过劳
动与就业实现长期增收、稳定脱贫。
本部分采用双重差分法和 CHFS数据验证作用渠道。对于保险覆盖，采用家庭医疗保险余额

和商业保险收益指标进行衡量。家庭金融参与程度采用风险金融资产和证券投资资产两类指标
衡量，风险金融资产是除现金、银行存款之外的其他金融资产，证券投资资产分为基金、股票及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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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品、非人民币资产等。选用家庭的交通费用和通信费用作为社会网络的代理变量( 蔡栋梁等，
2018) 。表 5 的回归结果显示，交乘项的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验证了扶贫改革试验区
的设立有利于家庭的保险覆盖扩大、金融参与提高以及社会网络扩大。

表 5 扶贫改革试验区减贫效应的作用渠道

保险覆盖 金融参与 社会网络

( 1) ( 2) ( 3) ( 4) ( 5) ( 6)

医疗保险 商业保险 风险金融资产 证券投资资产 交通费用 通讯费用

DID
0. 983

( 0. 158)
0. 525

( 0. 105)
0. 889

( 0. 155)
0. 549

( 0. 154)
0. 225

( 0. 052)
0. 224

( 0. 033)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地区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Within Ｒ2 0. 256 0. 249 0. 373 0. 383 0. 241 0. 315

观测值 3142 1098 876 834 5024 6828

注:括号内标准误( cluster) 在城市层面。

六、结论与建议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和绝对贫困逐步缓解，依靠大规模财政支出进行“输血式”扶贫将不
再是 2020 年后反贫困政策设计的主要手段。东部地区率先在扶贫体制机制上进行创新实验，通过
设立扶贫改革试验区搭建起“政府、企业和社会”三方协同贫困治理体系，探索 2020 年后扶贫战略
推进的可行路径。研究发现，扶贫改革试验区产生了显著的减贫效果，其中丽水市试验区效果最
明显。采用安慰剂检验法和排列序检验法、运用 PSM-DID 方法以及利用 CHFS 家户数据检验，都
证实了上述结论的稳健性。进一步拓展发现，减贫差异的宏观影响机制在于包容性增长的基础作
用，而扶贫政策主要通过保险覆盖、金融参与和社会网络等渠道对家户增收和减贫产生间接影响。
本文研究对于定量理解扶贫改革试验区设立的有效性及 2020 年后长期减贫的战略重点具有

实践意义。同时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 以精准扶贫理念，因时因地创新扶贫体
制机制。扶贫改革试验区政策效果的差异，说明扶贫策略需要综合考虑地区经济发展、人口分布、
地理环境以及历史基础的不同，精准施策才能实现“脱真贫、真脱贫”。在中西部地区，扶贫攻坚政
策应精准地靶向贫困户，加强“定点治疗”。在东部地区，更需要以区域发展带动扶贫开发，促进包
容性经济增长，增强试验区的资源集聚和空间优势。( 2 ) 创新贫困监测机制，构建减贫测算新标
准。现行贫困指标体系多关注绝对贫困指标的监测，忽视了中低收入群体的生活幸福和社会融入
状况。具体而言，需要制定相对贫困与多维贫困动态识别标准，构建分配差距与机会不平等指标，
从收入、消费、资产、健康、医疗、教育以及住房等多层次评价体系对贫困潜在群体精准分类并识别
致贫原因。( 3) 完善大扶贫格局，创新多元主体协同机制。在政府、市场以及社会协同推进扶贫开
发的新格局中，强调三个治理主体共同参与、协调合作监督。将产业发展扶贫作为脱贫主要渠道
与动力，打造“产业 +农户”的链条以增强造血能力。持续推进农村地区普惠金融发展，建立金融
扶贫长效体系。创新社会扶贫模式，通过服务购买与机构合作等方式实现社会帮扶与专项扶贫的
相互补充。( 4) 将教育扶贫与人才引进计划相融合。通过“雨露计划”“定向招生工程”等政策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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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贫困地区教育水平，鼓励农村大学生返乡回流。继续坚持对口人才帮扶计划，引进高层次人才，
为扶贫队伍注入新鲜血液。( 5) 拓展减贫群体新范围，建立城乡统筹的贫困治理体系。打破城乡
扶贫分治的局面，使“公共服务跟人走”，建立城乡一体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农
民工市民化配套措施，通过改革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宅基地流转制度以及农村土地有偿退出机制，
减少农村居民进入城市的制度性障碍。同时，还要避免农村“空心化”问题加剧，推进新型城镇化
和乡村振兴双向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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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thought for Long-term Poverty Ｒeduction
—Evidence from Pilot Poverty Alleviation Ｒeform Zones

ZHANG Nan，ZHANG Donghao，LI Jianjun (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611130)
LU Hongyou ( Wuhan University，430072)

Abstract: Consolidating poverty alleviation achievements and eradicating relative poverty are the major
challenges of China's long-term poverty reduction after 2020. Against this background，the eastern region has
taken the lead in innovating and practicing. Taking the data of 80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eastern China from
2003 to 2016 as the sample and using pilot poverty alleviation reform areas as the quasi-natural experiment，this
paper studies the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mechanism and channels of the reform zone policies by using the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se policies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income increase an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erms of different regions，Lishui has the most obvious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while Fuxin and Qingyuan only see some mediocre effects. Household income in the pilot areas
increased while poverty vulnerability and chronic poverty decreased.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macro
mechanism leading to such differences lies in inclusive growth，while policies have an indirect impact on
household income and poverty reduction mainly through insurance coverage，financial participation and social
networks. 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has important value for formulating differentia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reforming the poverty monitoring mechanism， constructing the multi-party mechanism and the
integrated urban-rural anti-poverty system.
Keywords: Pilot Poverty Alleviation Ｒeform Zones，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Alleviation， Poverty

Vulnerability，Synthetic Control Method
JEL: H30，P36，Ｒ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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